
30多岁的阿潮失业后，曾在街市外的休憩花园露宿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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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第五波疫情 基层劳动 失业 Covid-19

疫下失业︰露宿、挨饿、吵架，香港基层劳动者能看到苦难的终点吗？

“小孩刚来香港没有申请学生资助，老公工资也低。好不容易还完那些债，疫情又来了。不知道怎么说，还挺倒霉
的。”

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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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幕降临，街市外的休憩花园一片安宁。花园一侧设置了几层阶梯，几位露宿者住在阶梯上很久了，家当

完备，整整齐齐垒在身旁。在失去稳定收入后，阶梯也成为阿潮新的落脚点。

阿潮从没想过会露宿街头。他缩在角落，彻夜难眠。天亮后，他拾起脚旁20多根烟蒂，丢进不远处的垃圾

桶。一个随身背囊，放了几件短袖，这是阿潮的全部家当。他把街头随地捡拾的报纸铺在地上，枕头是那

个瘪瘪的背囊。天气冷一点，他就拿出一件衣服盖在身上。“我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怕冷，”阿潮有点骄傲地

说。

疫情不久后，“看着荷包（钱包）做人”成为阿潮的生存准则。生活开支捉襟见肘，他看准夜晚面包西饼店

临收舖的时间，赶去买最平价的白吐司填肚子。失业后一日三餐也变得奢侈，那段时间，阿潮对饥饿失去

知觉，“究竟为什么，我会到这样的地步呢？”


自2020年头，香港至少卷进五波疫情。两年半以来，失业率节节攀升，曾在2021年头突破7%。关于失去

和重建的故事，落在20多万失业的人身上。

疫情下，尖沙咀一间食肆暂停营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摇摇欲坠的生活



摇摇欲坠的生活 


疫情爆发前，30多岁的阿潮在厨房忙忙碌碌近十年。


九十年代末，阿潮随家人从大陆搬来香港。他16岁就出社会打工，做过发廊和酒吧，最后走进餐厅跟师傅

学艺，也做过茶餐厅和酒楼。逢年过节餐厅热闹，他从清早忙到深夜，生意最爆的时候，时薪有1000元。


早一代的厨房，几乎每个岗位都得熟悉；伙计们收工后一起饮酒、吃宵夜。大约在2010年，阿潮感受到厨

房文化渐渐不同︰集团式餐饮公司兴起中央厨房，小炒的调味汁不再由师傅手把手传授，转由集团统一配

方。厨房的岗位也被精准分配，形成流水线工作。

2019年下半年，汹涌的示威活动成为香港的主调。那时阿潮在一家酒楼工作，夜档生意稀落。来到年末，

阿潮每周只开工两三天，那时有同行选择离开饮食业，另觅出路。

翻过一个年头，疫情砸在眼前。2020年初，在防疫措施限制下，店舖纷纷落闸。阿潮觉得香港变成死城，

人山人海的旺角街头变了副模样，“望过去整条街，我都数得到有多少人。”


阿潮只能每周返工两三天，酒楼也没什么客人光顾。一间诺大的店舖，日常运营开支加上租金，一天得烧

上万元。很快的，餐厅要搬去其他地方，新店所需人手大幅减少，厨房只留下两三人。阿潮不想让相识已

久的厨房大佬（大厨）为难，和其他同事决定在旧店结业前离开。“等生意好了，再叫我们回来。”临走前

阿潮对厨房大佬说。



疫情带动网购风潮，物流业随之兴盛。经转行的旧搭档介绍，阿潮投身物流业，踏足HKTV MALL的仓库做

劳力，也做机场速递公司的外判员工。但工作总是不太连贯、持久，开工颇受防疫政策影响。其中，核酸

检测证明是很大的障碍，例如疫情严重时，机场要求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，但检测结果常常超时，阿

潮曾遇过5天才拿到结果。2022年第五波疫情冲击下，阿潮又跌入两个月的失业期。


“今次持续已久的失业潮，基本跟疫情有关，因为停市等防疫政策引致经济活动停顿。”岭南大学社会学及

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向端传媒表示，2019年示威活动不太影响失业数据，疫情后则发生巨变。

翻查统计处数据，失业率自2010年起至疫情前，稳定在4%以下；2019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仅为2.9%，翌

年全年平均飙升至5.8%；2021年初更曾一度达到高峰7.2%，及至年底爆发的第五波疫情，失业率持续数

月突破5%。

欧阳达初补充，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失业率维持在3%左右，香港自2010年起至疫情，整体失业率相对而言

属于偏低，在疫情后的程度亦属偏低。而经过两年时间，失业群体中可能有人已经转行、或退出劳动市

场。



陈萍一家五口和两位亲戚共住在唐楼单位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一个月工作四天半 


在荃湾市区的唐楼（没电梯的旧楼房，台湾称为步登公寓），陈萍一家跟两位亲戚共住在两房一厅约300

多平方呎的房子里。屋子塞得满满当当，狭小通道两侧立着冰箱和储物架，靠近天花板的横梁插入钉子，

用来挂背包。客厅一侧摆了一张木质碌架床，下层用作储物，上层能睡人，床架则堵住了窗户。四台风扇

在客厅和房间运转，冷气机极少出场。

陈萍一家是大陆新移民，丈夫余建斌在建筑工地做杂工。疫情前，余建斌月入两万元，要养活一家五口，

陈萍全职在家照料三位女儿。单靠余建斌的收入，加上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（低津），才能勉强撑住日常

开销。

建造行业是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，杂工是地盘食物链底端的工种，技术含量少。在第五波疫情的高峰，余

建斌在2月只开工四天半，全家收入只有几千元，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幸及时获批低津救助。



劳动市场正在萎缩。除了失业人群，基层就业不足的现象也常见。所谓就业不足，指在统计前七天内，在

非自愿情况下工作少于35小时。欧阳达初认为，失业率的统计没有包括就业不足人口，“失业率数字可能一

定程度低估了就业困难。”

根据统计处，自2010年以来，就业不足率保持在2%以下，2020年后上升至3.3%。 




陈萍的家许多都是固定开销，每月七千元房租，孩子书簿费每人每学年两千多元。银行储蓄数字迅速下

跌，陈萍只好朝食物开销下手——在夜晚街市关门前买菜，一般七点的蔬菜是十元三份；等到八点，或许

能买到一元一份。夜晚的肉也便宜，原价38元的猪肉变半价。陈萍买回家后会立即切成三份，煮一小块

肉，剩下的放进冰箱。

几个月来，余建斌没找到新工作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工。陈萍也出门寻找兼职，当了“三无大厦（没有业主

立案法团、任何居民组织和管理公司的大厦）”的兼职测量专员，为每层楼公用垃圾桶里的垃圾秤重、计算

住户使用政府派发的环保垃圾袋数量等。

为了阻隔垃圾的恶臭，陈萍戴上三层口罩。夏天的唐楼，格外闷热，陈萍爬上爬下，汗水浸透衣衫。脱下

塑料手套，汗水直滴，“里面的水都够养鱼了。”就这样，她一个月能为家里帮补三千元。



陈萍一人操持家里大小事，情绪高压来临，便跑到天台哭泣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一个人偷偷哭泣的日子 


原本，阿潮住在九龙闹区里的㓥房。撇除洗手间，㓥房几乎只放得下一张床。失去收入后，阿潮不想在家

里用电，总是四处游荡，去商场吹冷气、用Wi-Fi。

还有全职工作时，阿潮喜欢在夜晚和朋友聚会，有时能喝个通宵。失去工作后，最初朋友请吃饭，一两顿

还能接受。渐渐地，阿潮畏惧参加聚会，不想见人，不接电话，扮作手机没电。

“以前大家可以各付各的。真是要朋友接济，你会疏离那个圈子。”阿潮说。 


后来做物流业，也是朋友伸出援手，但接受这份工作时他又忐忑不安：“他为什么要我去帮手？是否觉得每

次吃饭都要他付钞？”他条件反射地揣度朋友好意。

落差感，缓缓地淹没阿潮。 


房租也交不起了。拖欠两个月房租后，阿潮心有愧疚，没等房东开口，抓起几件衣服塞进背包离开。日

间，阿潮待在公园，有时顺势睡在长椅上，有时去朋友开的网吧借宿，吃点便宜的食物，一整夜就过去。

最后，他找到露宿的地点，选择标准是，那个区没什么熟人朋友。

有志愿者来为露宿者派饭和物资，阿潮从不主动去领食物，先让给其他长期露宿的长者。他也不与其他人



对话，“他们不会理你，”阿潮揣测。露宿期间最难挨的不是风吹雨淋，是路过的晨运人士。那些窃窃私语

钻进耳中，挥之不去，“但她们也不是有心说的，”阿潮补了句。露宿者们总在清晨六点起床，收拾好物品

离开。

30多岁的阿潮曾在饮食业工作十年，疫情后转做物流业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因失业引发的一连串情绪问题不容小觑。香港社区组织协会针对第五波疫情，于5月下旬对375个基层住户

就劳工就业及政府支援情况作调查，结果显示，逾五成受访者出现家庭负债的情况；逾四成失业和花光积

蓄；逾三成无钱交租。在情绪方面，超过七成受访者感到抑郁、情绪低落；近六成人士感到无助、徬徨。

事实上，情绪浪潮在疫情初期已经掀起。2020年4月，即香港第二波疫情高峰过后，香港大学护理学院及

公共卫生学院调查Covid-19大流行期间影响港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，有1501名18岁以上成年人参与研

究，结果显示，在疫情期间失业，会大幅增加罹患抑郁、焦虑征状的风险。

“精神健康问题是隐蔽的社会成本，”欧阳达初分析，“政府对他的支援会比较多，他比较快有信心可以再找

到工作，不用担心太久。”

陈萍一家的日子也不好过 疫情将人们锁在家中 一下把原本不大的空间塞满 余建斌失业后 夫妇二人

https://soco.org.hk/20220529/
https://www.frontiersin.org/articles/10.3389/fpsyt.2021.617397/full


陈萍 家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疫情将人们锁在家中， 下把原本不大的空间塞满。余建斌失业后，夫妇二人

的沟通变得尖锐，“以前我跟老公吵架，尽量不在小孩面前。现在控制不住了，说吵就吵。”陈萍说。更多

时候，余建斌干脆直接关上对话通道，把自己埋进睡眠里，“可能日日醒着的时间都没两个钟。”陈萍抱怨

道。

孩子们在家中上网课，陈萍向非牟利机构借来二手电脑。狭小的空间被分割成几块，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客

厅桌子旁听网课，小女儿搬把椅子坐在走道。孩子们在家中上课没法专心，成绩下降不少，这让陈萍烦心

极了，皆因她付不了每月几千元的补习费用，刚把英文补习班退了。

合租的亲戚也没工开，待在家里抽烟。打扫的活儿都落到陈萍头上，她疲惫不已，“像个老妈子一样，每天

都要做这些，真的要崩溃了。”陈萍比以前更想拥有独立空间。前段时间，中介带她去看一个天台僭建的铁

皮房，100平方呎，厨房和厕所与他人共用，租金8000元。

郁结一团团积攒起来，陈萍愈发容易因生活琐事发脾气。大女儿贪玩游戏，成绩下降，她忍不住发火，有

一次甚至说，“如果我去死，我第一个带上的就是你。”

还有一次，二女儿告诉陈萍，姐姐写了一封给自己的信，陈萍感到好奇，想看看漂亮的信封里面写了什

么。等到女儿们入睡后，她偷偷打开信，“（我女儿）写她要去死。她说她不开心，因为妈妈不让她玩游

戏。”陈萍觉得天都塌了，读着信止不住地哭。

“我很少在老公面前哭，哭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，或者躲到厕所用水冲马桶的时候。”陈萍觉得有颗石头压

在胸口很久了。有时喘不过气，她就跑到天台，一坐就到凌晨两三点。“我上去就一个人流泪，流完泪感觉

自己发泄完了，”陈萍轻轻地说，“风吹一下，冷静一下，想想日子还是要过，就下去了。”



香港明爱荃湾社区中心社工谭颖潼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史无前例”的临时支援 


2022年3月底，港府在第六轮“防疫抗疫基金”下拨款30亿元，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，通过审核人士将一

次性获得一万元津贴。“是史无前例的，”欧阳达初不禁感叹，“我以前未见过失业援助可以这么快去到10

万个申请。这个数字，反映了失业支援好有需要。”

但这笔失业补助花了两年才实施。2020年初，突袭的疫情引发失业潮，当时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曾拒绝设

立失业援助金。香港明爱荃湾社区中心社工谭颖潼认为，好多政策要社会“嘈好耐（吵很久）”，才会获得

回应。

根据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2022年5月20日公布，已完成的40万宗临时失业支援申请审核中，未能成功的

约10万宗。据政府公报，未通过审批的原因主要︰一是申请人在申请时仍有工作；二是申请人2021年第

四季月入不符合2700元至30000元的要求；三是失业或因指定处所受限而停工少于连续30天。

民间批评这些审批条件属严苛限制。2022年2月，陈萍发现银行帐户上只剩下200元。她想为余建斌申请

临时失业援助，但因4天半的开工时间，被拒之门外。这种情况在基层中并不少见，陈萍的另一位朋友因为

开工一个钟，入账60元，亦申请失败。

社工谭颖潼说，基层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推出失业援助金，“他手停口停，见到有工作当然就上班。”谭颖

潼接触过深水埗、太子和荃湾的基层街坊，不少人做散工，宁愿不放假，揪住任何可以开工的机会。

第五波疫情爆发后，2月至6月，谭颖潼跟同事接到近200个街坊求助和咨询来电，“失业、开工不足，无办

法交租，申请紧急援助的，那段时间是高峰。”在绷紧的防疫措施下，谭颖潼的同事们常去购买食物、药

物、检测包、维他命C，包装成物资包送到街坊家中；有的街坊甚至需要奶粉尿布。

一直以来，陈萍都会主动寻求官方和民间机构支援。“职津、学生资助、住房补贴、关爱基金......拆东墙补

西墙，”陈萍说，“没有这些的话，真的挨不下去。”

https://www.hk01.com/%E7%A4%BE%E6%9C%83%E6%96%B0%E8%81%9E/772678/1%E8%90%AC%E5%85%83%E8%87%A8%E6%99%82%E5%A4%B1%E6%A5%AD%E6%94%AF%E6%8F%B4-%E7%94%B3%E8%AB%8B%E4%B8%8D%E6%88%90%E5%8A%9F10%E8%90%AC%E4%BA%BA%E6%9C%892%E5%80%8B%E9%80%94%E5%BE%91%E4%B8%8A%E8%A8%B4
https://www.info.gov.hk/gia/general/202205/20/P2022052000749.htm


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欧阳达初研究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多年，他坦言，政府推出直接针对失业人士的援助已算“有突破”，但更关

键的是，失业支援是仅应对疫情的一次性措施，还是成为恒常失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？

回顾香港一贯应对失业议题的手法，欧阳达初认为，过去政府不愿过多介入就业市场，商界更是始终反对

增加与失业相关的福利，失业者只靠综援和遣散费应付日常，“我们很长时间，是处于一个失业保障低到令

人发指的地步。”

港府由2020年4月至今推出共三轮保就业计划，涉款共900亿元，向符合条件的雇主支付半年或三个月工

资补贴，雇主需保证接受补贴期间不会裁员，将补贴全数用于雇员工资。

惟有声音批评保就业计划存在漏洞、缺乏监管，例如保就业计划未能覆盖没有强积金的基层员工；有公司

一边申请政府补贴，一边要求雇员放“无薪假”；更有雇员在保就业计划结束后就遭解雇。

欧阳达初评价该计划的设计初衷时指，“是给资本、给公司，不是帮助失业的弱者的逻辑。” 




不过，今年港府自2022年1月初陆续收紧防疫措施，包括收紧“限聚令”、晚上六时后禁止堂食、关闭部分

商业场所等。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3月接受电台访问时称，有三千多间食肆暂时停业，约六万名员

工因而失业或短期失业。

欧阳达初分析，保就业计划也承托不住那些撑不下去的企业，“对企业来讲，要考虑不止是人工，还有货

物、灯油、租金的成本，他们真的要倒闭，不会因为有个保障就不倒。”

2022年5月13日，观塘海滨花园的一名男子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欧阳达初认为，社会面对的失业问题普遍存在且多元，比如有的行业复苏慢；有人难找全职工作；有人年

纪大找工难......人们需要更多时间让生活复常。如“失业保障”变成恒常制度，作用便突显出来，“不仅对失

业的人有好处，对整个经济来说，也有维系失业人士购买力的作用。”

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余伟锦等学者也曾发文，指出处理失业问题，往往需考虑以下几点︰要确

保失业者免陷于贫穷，分担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，这需要促使劳资双方和政府合力，而失业者的求职斗志

也需要维持，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可以雪中送炭。

参考国际经验，往往会同时提供不同方面的就业支援，譬如就业服务（Employment service）、就业支

https://topick.hket.com/article/3204592/%E3%80%90%E7%AC%AC%E4%BA%94%E6%B3%A2%E7%96%AB%E6%83%85%E3%80%91%E9%BB%83%E5%AE%B6%E5%92%8C%EF%BC%9A3,000%E9%A3%9F%E8%82%86%E6%9A%AB%E5%81%9C%E6%A5%AD%E3%80%80%E7%B4%846%E8%90%AC%E4%BA%BA%E7%9F%AD%E6%9C%9F%E5%A4%B1%E6%A5%AD
https://www.hkcss.org.hk/upload/pra/PolicyBulletin_30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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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（Employment support），培训和就业意愿的沟通等。这称之为积极劳动市场政策（Active labour

market policies），政府充当一个很强的角色，主动去协助失业的人找工作，“而不是单单说，你等市场

复苏回来就自然没有这么多（失业）。”欧阳达初说。

自疫情以来，政府雇员再培训局启动共五轮计划，为受经济不景气所影响的失业、待业人士，提供职业技

能或创新科技的培训，为期两至三个月。不过，谭颖潼认为，在缺乏恒常失业保障制度时，让市民上培训

班增加职业技能，是要他们“靠自己就好”。另外，一个现实考量是，要让老年人突然转行是很难的事。

“如果以普通街坊的角度，失业都不知道怎么办。综援这条路可能救到，但要等；低津2021年4月才更改

（申请资格）。”谭颖潼说。

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原本的基本工时要求为144小时，2021年4月立法会通过《2021年拨款条例草案》，降

低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申领月份非单亲住户的工时要求，下调至72小时。

然而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，在2022年1月至3月期间，第五波疫情下，工时达到低收入津贴最低

要求的基层雇员不足四成；完全没工开的人数上升1.4倍。放宽后的职津申领条件，仍无法保障受疫情影响

严重的基层劳工免于困窘。

“其实2020年都出现过（失业），一年后才知道开工不足，这个已经很慢了。一万元的失业基金，为什么

叫‘临时’？现在给你，下个月就没有啦。”谭颖潼说。

https://soco.org.hk/20220529/


疫情后家里收入不足，全职妈妈陈萍开始外出做兼职工作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看不见的终点 


临时的失业援助金，没法援助到陈萍一家人。她现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标准，是能兼顾到照顾孩子，“垃圾测

量员”这份工作她还算满意，一周三天，时间灵活，早做完、早收工。虽然上楼梯喘得厉害，陈萍也不敢停

下休息。

陈萍早年来港，曾在餐厅厨房打工，出餐送餐，右手留下劳损。现在吃饭夹菜，手都隐隐发疼，给垃圾秤

重的时候，得双手并用才能使得上力。好不容易，她才搭建起生活。以前买不起洗衣机和冰箱，向别人借

了五万元，花了两年时间还清。

“（小孩）刚来香港没有申请学生资助，老公工资也低。小孩读书，还有吃的费用，好不容易还完那些债，

疫情又来了。不知道怎么说，还挺倒霉的。”陈萍一家早已习惯餐桌上总是一菜一汤，菜色清淡，点缀一小

撮肉末。偶尔重要的亲友来作客，她才会花两三百元买菜。

当老公还有稳定收入时，陈萍省吃俭用，还能不时给老家的母亲寄点钱。现在她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亲弟弟

失业在家，陈萍很担心母亲的健康，看病吃药都需要钱。但她经济拮据，面对母亲偶尔打来的视讯电话，

她犹豫极了，不敢按下通话键。“可能只是说家常，我就会很难受。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有钱。”

“我现在年轻，还可以做一点点，等我再大点年纪，但是一点储蓄都没有，不知道怎么办。”陈萍说。 


欧阳达初说，今次的失业问题，是政治动荡加上疫情影响，比2003年SARS、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复杂许

多，“这是持续性的估不到终点的危机。”

不过，一些预料之外社会气氛正在慢慢变化。欧阳达初观察到，从前香港崇尚自力更生的“狮子山精神”，

社会会把失业的后果推向个体承担，“大家都有个印象，你怎么会找不到事情做？”

但今次在疫情蔓延两年半后，“自力更生”不再是唯一信仰。“我从未感受过香港这样，比较少人去责怪失业

的人。大家态度比较开放，当说要提供多点保障给失业人士时，听不到有好大反对声音。”



失业后，阿潮逐渐封闭内心，成日在外游荡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最近阿潮的工作稳定了一点。他在机场速递公司做物流工作，那也是体力活，这与他在疫情前的生活或许

近了。品尝过露宿的滋味后，他决定打破心里的高墙，找到关注无家者的机构Impact HK求助，对方暂时

帮他解决了居住问题，有了过渡性的落脚点。

“我不要拣最便宜的面包了。我要食（15元一个）菠萝油。”他现在想牢牢抓住手上的工作。 


经此一役，阿潮说自己的抗压力增强不少，心里长出新的勇气，“我都瞓过街（曾露宿），最差还能怎样，

那就是住在隔壁吧。”他指了指某个方向，说那里有殡仪馆。

他反复念叨，应该换个角度思考这些经历，“其实没有疫情爆发，你不会知道身边有这么多问题。” 


（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阿潮、陈萍、余建斌为化名）


